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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70 年：回顾与展望

张 亮

摘 要 中国的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70年大体可以划分为“史前史”（1949年—
1978年）、兴起（1978年—20世纪 90年代初）、深入发展（20世纪 90年代初—21世纪初）、
大繁荣（21世纪初至今）四个阶段。尽管存在初心的失落、历史方位感的缺失、学术鉴赏力
的退化等隐忧，但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未来的持续繁荣依旧可以期待。未来的研究应当

做好以下三项工作：以唯物史观为指引，重新认识当代中国学术界与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

历史方位关系；不忘初心，为解决中国问题、建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体系而开展研究；

勇于承担历史使命，努力把中国建设成为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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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少人的脑海里，中国学术界开始关注、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似乎是改革开放以后 40 年的
事情。这不够准确。事实上，1840 年鸦片战争后，中国的进步知识分子逐渐形成了“睁开眼睛看世界”的
自觉与传统，只要客观条件具备，就会热情拥抱世界，学习、吸收国外的科学技术与哲学社会科学成果。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其中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

相当重视对同时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的译介，即便是后来接受了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正统，类似

工作也没有完全停止。对于中国的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而言，新中国的成立是一个真正的起点，因

为它意味着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最终获得了一种比较明确的定义方式：所谓国外，既是中国之外，也是

中国认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正统之外。尽管存在曲折迂回，但总的看来，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 70
年，就是中国学术界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实，与时代同呼吸、与人民共命运、与实践共交融，不断缩

小与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距离的 70 年。当前，我们正处于与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并跑”，正在谋
求“突围”、实现“领跑”的新阶段。科学总结已经走过的 70 年风雨路，已经成为我们能够展望并抵达未
来的一个前提条件。

一、失落的“史前史”阶段

1978 年，随着《哲学译丛》等杂志的陆续复刊以及《国外社会科学》等杂志的先后创刊出版，中国
哲学界与世界交往的窗口再次缓缓而坚定地打开。正是在这些或公开或内部发行的资讯类学术期刊上，

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物、流派、著作及思想得到爆炸式的集中报道，迅速为中国哲学界所知晓。1978
年也因此成为很多人心目中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元年”。在 1978 年之后的高光映衬下，1949 年
至 1978 年之间的 30 年便显得尤其灰暗和没有生气，以至在许多人的脑海里，这似乎是一个没有生命
活动的“史前史”阶段。人们会形成这种印象自然有其原因。首先，1978 年之前的 30 年，中国先是被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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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孤立，继而在国际社会主义阵营中被苏联等国家孤立，这在客观上导致当

时的中国与世界的学术联系极为有限，“文革”的爆发更是彻底中断了这种有限的联系。缺乏联系就缺乏

了解，更不用说研究了。其次，建国后，中国哲学界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开始系统建设马克思主义哲学

的课程体系、学科体系和学术体系，哲学原理始终是优先发展的重中之重，这在客观上抑制了马克思主

义哲学在其他学科领域的发展。既然这一时期连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都没有真正确立起来 [1]，更何况

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呢？最后，在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正统的影响下 [2]，当时的中国哲学界也坚信，

哲学真理已经终结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体系，在这种传统之外已经不可能存在真正的哲学。因此，所

谓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就不能不是一种虚假的或者说可疑的存在。

不过，当我们真正闯进这个“史前史”阶段就会发现，这里绝不是什么都没有的蛮荒之地。首先，尽

管世界对中国关上了大门，但中国哲学界却始终努力观察世界，对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留下了浮

光掠影式的印象。1956 年，苏共二十大的召开以及波兰事件和匈牙利事件的先后发生，让中国共产党和
中国政府意识到，必须以独立的方式了解、掌握国际政治和思想动态。正是在这个时代背景下，《哲学译

丛》和《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这两种资讯类期刊分别于 1956年、1958年创刊。透过它们，中国
哲学界保持了对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以及部分中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哲学进展的基本了解，其中，卢卡

奇、萨特、梅洛庞蒂等具有重要欧洲影响的左派哲学家，沙夫等东欧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的重要学术出版

得到了比较及时的报道。“文革”的爆发使这两种杂志的出版被迫中断，但相关的资讯追踪活动还是得到

了一定程度的继续。其次，为了进一步掌握欧美哲学的当代进展，20 世纪 60 年代初以后，中国科学院哲
学研究所以及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机构陆续组织人员翻译、出版相关哲学著作，代表性的有《哲

学研究》编辑部编译的《资产阶级哲学资料选辑》《资产阶级社会学资料选辑》《外国自然科学哲学资

料选辑》《老修正主义哲学资料选辑》等，一些影响较大的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论著片段借此得以

进入中国。再者，中国哲学界当时翻译出版了一定数量有关当代欧美哲学的评论著作，其中以苏联著作

为主，兼及个别欧美著作。通过它们，中国哲学界对部分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有了一定程度的认识，

哪怕是带有意识形态偏见的认识。这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商务印书馆 1963 年出版、后多次重印的《修
正主义：马克思主义思想史论丛》。该书 1962 年在英国和美国同时出版，编者是英国的苏联研究专家利
奥波德·拉贝兹。拉贝兹所说的修正主义是指第二国际伯恩斯坦以降、不同于斯大林主义的当代其他马

克思主义传统，甚至包括中国的毛泽东思想 [3]（P3）。该书正文由 26 篇专题论文（作者均是西方主流
学院派学者）组成，分四编：第一编论伯恩斯坦之后、斯大林主义确立之前的修正主义，包括卢森堡、托

洛茨基、布哈林等；第二编论与斯大林主义同时代的修正主义，包括卢卡奇、布洛赫等；第三编论斯大林

去世后东欧苏联的修正主义；第四编论 1956 年“新左派运动”兴起后英国、法国、意大利、德国、美国、日
本等国的修正主义。从今天的角度看，该书是对 20 世纪 60 年代之前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与流派
的一次比较系统、客观的高水平梳理。

总的说来，在“史前史”阶段，我们对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主要停留在初步译介上，研究虽然不能说

完全没有¬，但尚未真正展开。尽管如此，这个阶段还是为下一个高光阶段的降临进行了必要的准备。一

方面是人员准备，1978 年以后第一批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都是在这一阶段成长起来的；另一方
面是理论准备，理解、研究、评判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离不开对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以及当代

西方哲学社会科学、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当代发展等科学系统的认识。对于中国哲学界来说，这些工

作都在“史前史”阶段以不同方式、在不同程度上得到完成。

¬ 例如，《山东大学学报（中文版）》1960 年第 3-4 期就刊发了三篇根据当时苏联理论界的观点批判卢卡奇文艺思想的论文，分别是孙昌熙的
《G. 卢卡契为什么宣扬批判现实主义？》、刘光裕的《卢卡契修正主义文艺观批判》以及狄其骢的《批判卢卡契在世界观与创作的关系问题
上的谬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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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潮流所向的兴起阶段

1978 年 3 月 31 日，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发表著名的书面讲话《科学的春天》，宣告：“这
是革命的春天，这是人民的春天，这是科学的春天！让我们张开双臂，热烈地拥抱这个春天吧！”就在这

个“科学的春天”里，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一下子“千树万树梨花开”，生机勃勃地展现在中国哲学界

眼前。此后的 10 余年是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正式兴起阶段，而此时它还主要以西方马克思主义
研究的面目出现。若以数量计，兴起阶段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还算不上多惊人：据不完全统计，1978
年至 1988 年初，国内期刊、辑刊发表了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有关的译文、论文超过 250 篇，专著、译著和
含相关章节的著作超过 40 种 [4]。但它吸引了一批活跃的年轻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并开始在马克思

主义哲学原理和哲学史领域表现出了自己强有力的理论影响，从而迫使许多年资更高的马克思主义哲

学工作者予以关注、应对。

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在中国的强势兴起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第一，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

展，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社会影响达到顶峰，逐渐成为一门全球性的显学。
1974 年，佩里·安德森出版著名的小册子《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进行命名，随即被
西方学术界普遍接受并广泛流传开来。西方马克思主义也由此大举进军学术界乃至知识界，牢固确立自

己 20 世纪西方四大哲学主流之一的历史地位 [5]（P4）。第二，改革开放后，中国向世界（主要是西方发
达资本主义国家）打开大门，西方马克思主义就和现象学、存在主义、结构主义一起，成为中国哲学界竞

相了解、研究的“新知”。第三，在这一阶段，如何对待西方马克思主义，成为一个具有丰富政治意涵的话

题，吸引众多学者涉足其中。对于中国哲学界来说，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一个难以简单归类的矛盾体：是

当代“西方”思潮，属于应当学习借鉴的先进事物；身处广义的“马克思主义”阵营，但与中国认同的马克

思主义哲学正统存在严重分歧乃至对立；深刻批判资本主义统治，是我们所赞同的；严厉批判现实社会

主义的民主集中制，则是我们坚决不能接受的。总之，西方马克思主义自带话题，为那些关注现实但又

不想直接评论现实的学者提供了极好的理论切入口。第四，西方马克思主义包含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和

基本原理的当代西方权威理解，对当时中国的哲学原理研究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来说，都是无法回

避的。

兴起阶段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呈现出四个特点。第一，研究人员数量有限，且主要集中于少数重

点研究院所和大学。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有较高的“门槛”，一要拥有必需的外文文献，二要具备较高的

外文水平，这就决定了当时能够开展研究的只能是少数机构的少数人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编译局、

中央党校、上海社会科学院以及复旦大学、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武汉大学等，是研究人员

相对集中的几个机构，其中有徐崇温、杜章智、夏基松、江天骥等“文革”前就涉猎相关领域的研究和翻译

的中年学者，但更多的还是改革开放后开始规范化学术训练的青年学者。第二，研究主题体现了鲜明的

中国关怀。这一阶段的译介研究基本上实现了对西方马克思主义主要流派和人物的全覆盖。不过，令人

惊讶的是，竟然有超过 1/3 研究与萨特有关，这显然与萨特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中相对次要的地位很不相
称。之所以会如此，原因就在于萨特的著作存在人、异化、辩证法等中国哲学界高度关注的主题。第三，

以基于国外既有成果的述评性研究为主，自主性研究尚未展开。这一阶段国内学界对苏联、日本、欧美

国家的研究成果都有译介，总的看来，英美的观点占据了主导地位。例如，在当时有关法兰克福学派的译

介和评论中，人们通常会更关注哈贝马斯、马尔库塞和弗洛姆，对阿多诺和霍克海默的关注要少得多，这

显然与七八十年代英美的主流观点是一致的。第四，基本判断分歧严重。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不是马克思

主义？我们是应当赞同还是反对？这是当时国内学术界最关心的两个核心问题。围绕这两个问题，中国

社会科学院的徐崇温和中央编译局的杜章智在 1988 年前后展开了一场具有象征意义的争论 [6] [7] [8] [9]。

作为国内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第一人，徐崇温一向坚持认为“西马非马”，强调必须保持高度的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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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性对待之。当时正在从事《历史与阶级意识》翻译工作的杜章智则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就是马克

思主义，应以求同存异的态度接纳之。这场争论很快就扩大化，10 多位学者，包括《人民日报》理论版
在内的近 10 家报刊涉足其中，甚至通过英文版《中国日报》的报道在国际上引发了一些关注 [10]。因为

这场争论，更多的学者开始关注、思考西方马克思主义，内在的原则性分歧得到充分暴露，认识也由此得

以深化发展。

兴起阶段的研究成果今天都只剩下历史文献价值，但这一阶段的学术史意义却不容忘却：第一，培

育了一支学术视野开阔、理论功底扎实、研究水平较高、非教条主义的年轻学者队伍，他们将在后两个阶

段发挥重要的学术领军作用；第二，凝聚了一个共识，确认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具有重要的中国意义，值

得深入推进；第三，形成了一种强有力的学术自觉，努力通过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去思考、解决中国问

题；第四，意识到一个严重问题，即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不能没有原著基础，文献翻译工作必须尽快提上

议事日程。

三、逆势而上的深入发展阶段

西方马克思主义讨论持续了五、六年之久，直到 1994 年，徐崇温还发文捍卫、重申自己的基本观
点 [11]。在此期间，国际国内形势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国际上，苏东剧变，苏联解体，冷战结束，美国成为

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在国内，发生政治风波，邓小平南方谈话重新启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

中国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些重大变化对中国原有的意识形态思想体系构成巨大冲击，于

是，从 20 世纪 90 年代早中期开始，几乎所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相关学科都陷入危机，面临重大挑战。但
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不仅没有陷入危机，反倒逆势而上，进入一个深入发展的新阶段。原因何在？首先，

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队伍具有较强的稳定性，不仅没有受到外部变化的过多影响出现大的人员流失，反

倒借助 90 年代几次博士学位点增设的机会发展壮大了队伍。其次，随着国内政治氛围的转变，马克思
主义学术研究与现实政治的关系变得相对疏离，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因其学术性强而日益受到人们的

重视，学术声誉、影响力和吸引力都不断增强。最后，但可能也是最重要的，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

入发展和全面建成，人们越来越深刻地意识到，西方马克思主义讲的和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何其相似乃

尔。西方马克思主义并没有成为历史，我们依旧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同时代人。

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至 21 世纪初这个深入发展阶段，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术水平不断提升，
超越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和哲学史这两个传统强势研究领域，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中最活跃、学术

影响力最大、发展势头最好的一个研究领域。第一，形成了重视文献基础的良好学风。20 世纪 80 年代
末，中国哲学界开始发力西方马克思主义原著翻译。随着重庆出版社《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

丛书》的陆续出版，以及上海译文出版社《二十世纪哲学译丛》、三联书店《现代西方学术文库》、华夏

出版社《二十世纪文库》、商务印书馆《汉译世界名著学术丛书》等中文相关书目的陆续面世，西方马

克思主义研究无原著可据的局面得到根本扭转。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国际化能力较强的青年学者们很

快就意识到，仅仅依靠这些数量有限、质量良莠不齐的中译本，难以真正建立牢固的文献基础，进而开始

直接使用外文原著或者原著英译本进行研究。这从根本上保证了研究水平的不断提升。第二，实现了与

国际学术主流的有效对接。在兴起阶段，中国哲学界就非常注意追踪国际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最新成

果，较有影响的代表性成果大多以各种方式被介绍进中国。在深入发展阶段，研究者们更加注重与国际

学术主流的有效对接，自觉利用国外经典研究文献推进研究，这使得本阶段出现了一些具有持久学术价

值的研究成果。例如，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一向重视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因此，在对卢

卡奇、法兰克福学派等所谓“黑格尔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上，就展现出了比英语世界学者更深的领会

力；以强大的马克思恩格斯研究积累为基础，中国哲学界对阿尔都塞著作的研究水平也毫不逊色。这些

也正是本阶段成果积累最丰富、研究水平最高的几个方向。第三，出现了若干有影响的研究中心和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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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张西平、郑一明，复旦大学的俞吾金、陈学明，南京大学的张一兵，黑龙江大

学的衣俊卿，中国人民大学的段忠桥，武汉大学的何萍，厦门大学的陈振明，等等，都是在本阶段涌现出

来的具有重要影响的中青年研究者。在他们的领导下，相关机构也都成为有影响的研究中心。

中国的学术人口规模决定了它具有西方学者难以想象的巨大学术生产能力。新旧世纪之交，人们就

已经开始意识到，西方马克思主义似乎已经被中国哲学界全面占领，再无什么未经开发的处女地了。这

种状况引发某些领军学者的深思。2000 年，张一兵发表论文，向整个学界提出一个新问题：在 20 世纪
70 年代初西方马克思主义逻辑终结之后，难道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就没有发展了吗？他的答案是否定，继
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之后马克思主义在西方的发展格局给出了自己的初步看法 [12]。2001 年，衣俊卿等
出版《20 世纪的新马克思主义》一书，用了近 130 页的篇幅对 20 世纪 50 年代以后的东欧新马克思主
义进行初步图绘 [13]（P515-642），从而引发人们对西方马克思主义之外的欧洲马克思主义的新思考。随
着西方马克思主义之后和之外这两个问题的提出，我们看到，进入 21 世纪后，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
依旧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的情况下，开始有学者从西方马克思主义出发，探索新的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领

域。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下一个阶段就此开始孕育。

四、出乎意料的大繁荣及其隐忧

进入 21 世纪后，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繁荣已经势不可挡。只不过当时人们还无法预料这
种繁荣究竟会达到什么程度。2003 年，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黑龙江大学文化哲学研
究中心和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共同发起创办“国外马克思主义论坛”，计划每 2-3 年
举办一届。当年 10 月，笔者具体经办的第一届论坛在南京举行。参会人员约四五十人规模，有一些是
博士、硕士研究生，但那种景象已经让笔者振奋。不过，形势很快就发生了变化：从 2009 年的第四届开
始，论坛不仅变成每年一届，而且即便严格控制规模、原则上拒绝研究生参加，参会人员也往往不会少

于 150 人，且以青年学者为多。之后，“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论坛”“21 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论坛”等先后
创办，参会人员规模同样可观。这种大繁荣景象无疑是笔者当年完全想象不到的。这种大繁荣究竟从何

而来？国家经济社会及高等教育大发展的推动，全球化时代的来临，互联网时代的去中心化作用，等等，

都与此相关，但说到底，这还是 2004 年中共中央决定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重要成果。
2004 年 1 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提出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
究和建设工程。之后，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中央宣传思想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和建设工程的意见》，对实施工程作出部署。据此，2005 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决定增设马克思
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其中下设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二级学科。也就是说，时隔 27 年，国外马克思主义哲
学研究不仅获得了正式的学科地位，而且从原来马克思主义哲学二级学科下的三级学科方向升格为二

级学科。此后，一大批博士、硕士学科点获得批准，这首先刺激了师资需求，随后就是人才培养能力的不

断扩大。今天，从事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绝大多数青年学者和博士、硕士研究生都来自国外马克

思主义研究这个二级学科，而非过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二级学科。

当下正处于大繁荣阶段的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呈现出四个鲜明特点。第一是学术人口规模大。

在大繁荣阶段之前，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主要存在于少数国家级科研院所和部属重点高校，现在

则“飞入寻常百姓家”，大凡有哲学一级学科博士点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博士点的机构都有研究

人员活动。第二是成果数量多。学术人口多，学术产量自然也就高。对此，只要我们进入 CNKI 或者
CSSCI 数据库略加检索，即能得到最直观的感受。第三是研究主题高度多样化。今天，西方马克思主义
无疑还是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重点，但早已不再一枝独秀，而是让位于百花齐放：它之后和之外

的后马克思主义、晚期马克思主义、生态马克思主义、英国马克思主义、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日本马克思

主义、韩国马克思主义、拉美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马克思主义、法国思想、意大利激进哲学等等，都有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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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在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终于从“西方”扩大为真正的“国外”。一些新的研究中心也脱颖而

出，如山西大学是英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镇之一，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则是生态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镇

之一。第四是与西方思想生产的时间差几乎消失。过去，国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及其著作需要经过一

段时间的沉淀，首先在西方特别是美国确立相应的学术地位后才会被引入中国，成为我们的研究对象。

这个过程原本需要十几年，后来需要几年，到如今我们几乎可以和西方学界一同发现一个学术新人。事

实上，今天的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界颇像一只以新为食的巨兽，狂飙突进式地寻找、吞食一切能够

找到的国外新人物、新著作、新思想。例如，因《加速主义宣言》而正在国内走红的加拿大学者尼克·斯

尔尼塞克是英国伦敦大学国王学院数字人文系的数字经济学讲师，一个真正的 85 后。
作为在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领域成长起来的一名中青年研究者，面对当前空前繁荣的景观，笔

者在由衷地感到欣喜的同时，不免生出些许忧虑。第一是忧虑我们初心的失落。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新

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关注、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归根结底都是为了更好地认识世界、认识中国，服

务中国自身的经济政治社会发展、文化思想理论建设。对于这一点，前辈学者们始终非常清醒，也非常坚

持。在他们看来，“当今我们正致力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在这个时候我们花大力气进行西

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一定要把这一研究同这一伟大事业联系在一起。具体地说，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

主要是从正面、反面、侧面为我们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提供启示。我们要通过西方马克思主义

的研究，开拓新视野，发展新观念，进入新境界，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14]。但今天，这种初心似乎

失落了。我们似乎仅仅为了满足单纯求知的欲望，为了研究而研究，几乎不再思考研究本身的现实性问

题。第二是忧虑我们历史方位感的缺失。近代以来，我们为什么要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说

到底，是因为我们在现代化进程中落后于西方，需要通过向西方学习来实现赶超。新中国成立以来，我

们关注、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其内在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也就在于此。但 70 年后的今天，面对包括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内的当代西方思想，我们似乎已经失去了历史方位感，好像我们曾经是因而

永远是西方的追随者，因此，过去需要今天同样需要师法它们。第三是忧虑我们学术鉴赏力的退化。“曾

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有大见识，才会有大格局。做人、做事、做学问都是如此。佩里·安德

森定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时候，列出了 13 个代表性思想家 [15]（P36-37），不过这些思想家在中国的被
研究程度显然差别巨大。何也？因为我们有学术鉴赏力，能够自主判断哪些思想家更重要、更值得研究。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今天，面对琳琅满目的当代西方学术产品，我们似乎无法再做出有学术

品位的判断与选择，只能听从偶然性的安排。

五、对未来的几点展望

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未来将会怎样？笔者相信，会继续保持甚至扩大目前的繁荣发展势头。

支撑笔者作此判断的理由在于，当前中国正在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我们只有不忘本来、吸

收外来、面向未来，充分吸收包括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内的国外哲学社会科学所取得的积极成果，才

能完成这一伟大历史使命。新使命有新要求。我们只有顺应时代发展，对既有的研究理念与方式方法

进行与时俱进的调整，才能将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持续繁荣继续下去，作出不负时代期待的研究

成果。

首先，我们要以唯物史观为指引，重新认识当代中国学术界与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方位关

系。马克思恩格斯强调，要从人及其现实生活过程出发来理解思想观念，而不是相反。由此，“道德、宗

教、形而上学和其他意识形态，以及与它们相适应的意识形式便不再保留独立性的外观了。它们没有历

史，没有发展，而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

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16]（P73）。当我们以唯物史观为指引
重新审视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就会看到，第一，从根本上讲，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一个内在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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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体，而是由在不同民族国家的社会历史现实中产生的不同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构成的外在集合体，

能够将各个流派真正区分开来的不是观念，而是观念力图把握、再现的具体现代化进程及其问题；第二，

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没有历史，没有发展”，过去的成就与辉煌只能存在于过去，

并不能为今天的成就及其价值提供任何实质性的支撑；第三，建国后特别是改革开放后 40 年的现代化
建设，我们在历史方位上已经从部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的“追随者”，一跃成为它们

的“并跑者”、同时代人；第四，当今世界正经历“五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正在开创人类社会发展的全

新道路、全新模式，一旦这种创新过程完成，世界的发展格局以及与之相对应的思想格局也将实现重组。

总之，我们要基于科学的历史判断，自信地建构我们与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全新的平等对话关系。

其次，我们要不忘初心，为解决中国问题、建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体系而研究国外马克思主

义哲学。70 年来，之所以我们对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孜孜以求，说到底，是为了发现并解决中国问题，建
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体系中的中国，创造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前者是手段，后者是我们的目的和

初心所在。在未来的道路上，第一，我们应一如既往地高度关注、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它们的

最新进展，因为“这些观点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资本主义发展趋势和命运，准确把握当代资本主义新变

化新特征，加深对当代资本主义变化趋势的理解”[17]（P1）。第二，我们要坚持以中国问题为导向，推动
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性运用和创造性转化。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不对、好不好，口说无凭，把

它们放到中国语境中，看看它们能否有效分析中国问题、解决中国问题，结论自然可以水落石出。第三，

我们要有战斗的勇气，敢于挑战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偏见。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理论同样如此。

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其发展过程中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理论遗产，为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发展

做出不可抹杀的重要贡献，但是，在如何理解、评价现实社会主义、中国道路等重大问题上，它也留下了

不少理论偏见。对此，我们要勇于斗争、善于斗争，通过斗争消除这些偏见的消极影响。第四，我们要从

文本研究出发超越文本研究，回归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体系的当代建构。基于文本解读，把握、评价国

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我们通过不懈努力凝结而成的一项值得坚持的好传统。但我们必须明白，我们的

目标不是文本，而是其中的思想及其在当代中国的转化。所以，我们不能没有文本研究，但也不能只有

文本研究，必须从文本研究出发，适时超越文本研究，把通过文本研究得到的思想理论创造性地转化到

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体系的当代建构中去。就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那样，“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

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前无古人

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

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我们不能辜负了这个时代”[18]（P8）。
最后，我们要勇于承担历史使命，努力把中国建设成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中心。过去 100 年

的历史证明，哪里有富有生命力的社会主义实践，哪里就有强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和学术研究动

力，哪里就可能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中心。我们今天必须清醒而自觉地看到：中国因马克思主义而

复兴，马克思主义也必将因中国变得更加伟大；世界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正在经历一次新的中心转移，不

仅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未来看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繁荣与发展同样要看中国。因此，我们要勇

于承担历史使命，更系统、更深入地研究 20 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全世界的传播与发展，以为马克
思主义哲学在 21 世纪的发展作出应有的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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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ies in Foreign Marxist Philosophy in the Past 70 Years:
Retrospection and Prospect

Zhang Liang (Nanjing University)

Abstract Chinese studies in foreign Marxist philosophy in the past 70 years can be generally classi-
fied into four stages: prehistory (1949-1978), rise (1978-1990s), penetration (1990s-early 21st century), and
prosperity (early 21st century-current). Despite latent angst such as recession of the original aspiration, lack
of historical orientation and degeneration of academic taste, the progressively prosperous future of studies in
foreign Marxist philosophy can still be expected. Further studies should center around three aspects: rethinking
the relationship with foreign Marxism philosophy under the beacon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remaining true
to the original aspiration and seeking to solve Chinese problems and construct theoretical system of Chinese
Marxism philosophy; undertaking the historic mission and endeavoring to develop China into a global center
of Marxist philosophy.

Key words foreign Marxism; western Marxism; Marxist philosophy; discipline of Marxist theory; 70
years since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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